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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文】 

苏联对波罗的海地区的民族政策 

与联盟的解体 
 

崔海智1 

 

作为一个疆域辽阔的多民族国家，苏联的民族问题一直是学术研究中的一个热点问题，特别

是在苏联解体之后，关于民族因素在苏联解体中的作用问题更为国际学术界所关注，并出现了许

多的研究成果。2不过，从总体上看，这些研究成果在论述民族问题的时候大都依据的是当时的

报刊资料，或仅仅从理论上对相关问题进行阐释，而没有对当时所发生的涉及民族问题的重大事

件进行详细的分析。在史料的运用上，也基本上以当时的报刊资料为主，缺乏对档案材料的运用。

苏联解体之后，随着大量相关的俄国档案材料的解密，为深入研究苏联的民族问题提供了前所未

有的条件。3本文便以俄国最新解密的档案材料为基础，依据相关的研究成果，通过对苏联时期

联盟中央对波罗的海地区的民族政策进行考察，来对导致苏联解体的一些民族因素进行初步的探

讨。 

吞并与控制：苏联波罗的海地区民族问题的由来（1939-1953 年） 

自13世纪以来，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先后形成了自己的民族国家，其中的立陶宛自

建国以来的数百年里都是欧洲一个大国，而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民族则相继遭到德国、瑞典、波

兰、丹麦和沙皇俄国的侵略与统治。到19世纪，这三个国家相继被沙俄吞并。1917年俄国十月革

命之后，在这三个国家相继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但最后都以失败告终，最终确立了资产阶级的统

治，并获得了民族独立。宣布放弃沙皇俄国遗产的俄国苏维埃政权，在面对外国武装干涉的情况

下，依据民族自决的原则于1920年同爱沙尼亚（2月2日）、立陶宛（6月12日）和拉脱维亚（8月

11日）签署了和平条约，承认了波罗的海三国的独立，放弃了对这些国家的主权要求。
4
 

                                                        
1 作者为 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本文为 2014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苏联解体过程

的俄国档案文献收集整理与研究”（项目批准号 1420806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2 西方学者的相关成果有：WalterA.Kemp，Nationalism and Communism in Eastern Europe and the Soviet Union: A 

Basic Contradictio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Inc., 1999; Jorge Libo, “The Soviet Union’s National Policy 

during the 20th Century”, Nation and Race Studies, vol. 14, No. 1, January 1991; Мартин Т. Империя 

“положительн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Нации и национализм в СССР, 1923-1939, 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 2011；罗伯

特·康奎斯特《最后的帝国：民族问题与苏联的前途》，刘靖北、王子奇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年。

中国学者相关的研究成果有：赵常庆等：《苏联民族问题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 年；吴楚

克：《民族主义幽灵与苏联裂变》，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年；此外，中国学者关于苏联史的相关

著作中也对苏联的民族问题有所研究，如陆南泉等主编：《苏联兴亡史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年；周

尚文等：《苏联兴亡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年；陈之骅等主编：《苏联兴亡史纲》，北京：中国社会

科学出版社 2004 年。 
3 特别是涉及到波罗的海地区民族主义运动的档案材料已经解密。这些重要的档案材料有：1939-1940 年关于苏

联强行对波罗的海地区进行合并的档案材料、1940-1944 年波罗的海地区抵抗运动的档案材料和联盟中央对该

地区苏维埃化的档案材料、1953 年贝利亚对波罗的海地区实行新的民族政策的档案材料、1956 年波罗的海地

区民族主义情绪的档案材料，勃列日涅夫时期有关波罗的海民族运动的档案材料，戈尔巴乔夫时期波罗的海地

区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苏联领导人对该地区的政策等档案材料等。其中的一些档案材料已经在俄国发表或汇

编成档案集出版，如：Леонид Максименков，Признания лубянского маршала. Неизвестный меморандум 

Лаврентия Берии о положении в Литве в 1953 году，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 № 162, 05 августа 2005; Владимирцев 

Н.И. и др.（сост.）Прибалтийский национализм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НКВД，МВД，и МГБ СССР.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Москва: Объединенная редакция МВД России, 2011 等。 
4 参见 Зубкова Е.Ю. Прибалтика и Кремль. 1940-1953, 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 2008, с.18-19；沈志华执行总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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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纪大战前夕，苏联为维护本国的安全，致力于在其西部边界地区建立起缓冲地带。

德国与波罗的海国家关系的发展引起了苏联领导人的焦虑，但是，通过 1939 年 8 月 23 日签订的

苏德条约以及随后签订的补充协定，波罗的海三国先后成为苏联的势力范围。1939 年 9-10 月，

通过与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签署互助条约，苏联获得了在这些国家部署军队、修建机场

和海军基地的权力。随着德国军队在西欧战场不断取得胜利，国际形势的发展使苏联领导人对本

国安全的担心进一步增加，1940 年 6 月 14 日，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莫洛托夫以最后通牒的方式

分别向立陶宛、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政府发送了苏联政府的声明，在指责三国违反与苏联签署的

互助条约之后，要求三国立即改组政府，允许苏联在三国增加驻军。在下达这一最后通牒的同时，

苏联已做好了军事占领这些国家的准备。在这样的形势下，波罗的海三国不得不接受苏联的要求，

相继改组政府，并恢复了苏维埃制度。同年６-７月，苏联军队分别占领了这三个国家。８月，

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相继宣布加入苏联。1 

值得指出的是，波罗的海三国先后都同意了苏联提出关于签订互助条约的要求和改组政府、

允许苏联扩大驻军的最后通牒，但三国都是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才同意的，可以说是无奈的选择。

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三国领导人都很清楚，苏联已经做好了发动军事行动的准备。这从波罗的

海三国国内就苏方建议进行的讨论可以看出，特别是在立陶宛表现得尤为突出。立陶宛总统 А. 斯

梅托纳拒绝接受苏联的最后通牒，主张武装抵抗苏军的侵略，并得到了军事部长等人的支持。在

立陶宛政府接受了苏联的要求之后，斯梅托纳被迫于 6 月 16 日流亡海外。而在前一天，他接受

了总理等人的辞职。因此，当红军进入立陶宛的时候，该国既没有总统，也没有拥有全权的政府
2。 

为了本国的安全利益，苏联领导人采取强制的办法，迫使波罗的海三国并入苏联，因而遭到

了这些国家人民的普遍反对，也留下了民族问题的祸根。 

为反抗苏联的强制占领，这些地区的民族主义者开始组建地下武装力量，积极进行反苏活动。

最初这些民族武装的力量不大，但在苏德战争前夕，它们的力量得到了迅速发展，活动也急剧增

多。对此，苏联政府采取了镇压和强制迁移的措施。根据联共（布）3中央和苏联人民委员会的

决议，1941 年 5 月对波罗的海三国的民族抵抗武装等地下组织采取了行动，其中在立陶宛逮捕

了 5664 人，强制迁移了 10187 人；在拉脱维亚逮捕了 5625 人，强制迁移了 9546 人；在爱沙尼

亚逮捕了 3173 人，强制迁移了 5978 人。4 

苏德战争爆发之后，波罗的海三国的武装抵抗运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其表现是与德军和德

国占领当局进行合作，对抗红军和苏维埃政权。在德军对波罗的海地区、乌克兰、白俄罗斯进行

占领之后，这些地区的民族主义者走出了地下状态，几乎全部转到了纳粹德国一边。根据相关的

档案材料，截止 1945 年 1 月 24 日，波罗的海地区参加德国军队的反苏武装人数为：立陶宛 36800

人，拉脱维亚 104000 人，爱沙尼亚 10000 人。此外，还有 330000 乌克兰、白俄罗斯和波罗的海

地区的公民在当地警察机构、自卫队等机构为德国服务。其中一些反苏武装力量积极协助德军的

对苏战斗。1941 年 9 月 15 日，立陶宛积极分子阵线在发给希特勒的一份备忘录中，指出了该组

织与苏维埃政权进行斗争的贡献：“战争开始以后，同留下的立陶宛军队一起发动了起义，同德

军司令部协调完成了一些任务。约有 100000 名游击队员参加了起义。有 4000 多名立陶宛青年在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21 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年，第 1 页。 
1 参见 Владимирцев Н.И. и др.（сост.） Прибалтийский национализм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НКВД，МВД，и МГБ СССР.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Москва：Объединенная редакция МВД России，2011，с.11-13。 
2 参见 Владимирцев Н.И. и др.（сост.） Прибалтийский национализм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НКВД，МВД，и МГБ СССР，

2011，с.99. 
3 为行文方便，以下简称联共。1952 年在联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改名为苏联共产党，简称苏共。 
4 Владимирцев Н.И. и др.（сост.） Прибалтийский национализм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НКВД，МВД，и МГБ СССР.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2011，с.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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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布尔什维克的斗争中牺牲”。卫国战争一开始，爱沙尼亚民族武装就开始向红军和当地的苏维

埃机构发动进攻，杀害抓获的红军官兵。而 1940 年以后加入红军的大部分爱沙尼亚军队都转到

了德国一边。在德国占领爱沙尼亚之后，组建了民族武装“自卫队”，共有 13 个团，总数达 90000

人，其中有许多妇女，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担任警卫。1 

正是在德国占领时期波罗的海地区的反苏武装力量的进一步发展，对战后初期苏联对这一地

区的控制造成了重大威胁。根据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的材料，截止 1945 年 6 月，在立陶宛有 142

支武装力量，总人数 6246 人，并且逐渐发展为具有统一组织的抵抗武装力量。1945 年 12 月，

立陶宛民族主义者组建了民族委员会，其任务是联合所有的民族主义组织和武装力量，与苏维埃

政权进行斗争。1946 年 3 月，在维尔纽斯撤消了这一委员会，同时组建了立陶宛武装力量最高

委员会。5 月 27 日，民族武装力量的指挥官召开了代表大会，发表了宣言，号召立陶宛人民对

其进行支持。拉脱维亚的民族武装力量虽然整体规模不大，通常分为 10-20 人的小组开展活动，

主要是针对当地苏维埃政权的领导人进行恐怖活动，造成了极大的危害。为了消除波罗的海地区

的反苏武装力量和恐怖活动，苏联政府开展了大规模的镇压活动。1944-1946 年，在立陶宛一共

打死反苏地下武装组织 13502 人，逮捕 15528 人；在拉脱维亚打死 1478 人，逮捕 1859 人；在爱

沙尼亚打死 381 人，逮捕 2070 人。2 

在对波罗的海地区的民族武装力量进行大规模镇压的同时，战后初期苏联政府面临的另一个

任务是加快这些地区的苏维埃化进程，确立起对波罗的海的有效控制。而在解决这一问题的过程

中，苏联领导人逐渐形成了对波罗的海地区的民族政策。 

苏联领导人把在波罗的海地区遭到的强大抵制——包括公开的抵抗运动和秘密的恐怖活动

看作是使这些地区最终苏维埃化的重大障碍。对此采取的政策是，一方面对这些地区的民族武装

力量和恐怖活动进行镇压，另一方面把那些参与抵抗运动和对苏维埃化进行抵制的家庭强制迁移

出去。1949 年 1 月 29 日，斯大林签署了苏联部长会议决议，其中指出，接受立陶宛、爱沙尼亚

和拉脱维亚部长会议关于把富农家庭、匪徒的家庭和从事非法的民族主义活动者的家庭等从这些

共和国迁移出去。为了贯彻这一决议，在波罗的海地区共计迁移了 29000 个家庭 87000 人，其中

立陶宛 8500 个家庭 25500 人，拉脱维亚 13000 个家庭 39000 人，爱沙尼亚 7500 个家庭 22000 人。

这些人被迁往雅库茨克自治共和国、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和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鄂木斯克、伊尔

库茨州等地。通过强制迁移，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波罗的海地区抵抗运动和反苏维埃化的社会基

础。尽管如此，集体化的进展仍然缓慢。1949 年初，立陶宛只有 3.9%的农户加入集体农庄，而

爱沙尼亚只有 5.8%、拉脱维亚 8%的农户加入集体农庄。3在此之后，民族主义者的武装斗争逐

渐减少，1952 年，立陶宛民族武装力量总指挥命令停止军事行动，4但抵抗运动仍在持续。 

在对波罗的海地区推动苏维埃化的进程中，只能依靠共产党的力量。但当时面临的一个突出

的问题是，波罗的海三国共产党组织的力量严重不足。在加入苏联之前，在波罗的海三国，共产

党都是非法的，力量非常弱小。虽然考虑到波罗的海居民对共产党没有政治热情，在发展党员的

时候简化了入党程序，但共产党队伍的力量仍然没有大的发展。根据相关数据，到 1941 年共产

党员的数量为：立陶宛 2486 人，拉脱维亚 2789 人，爱沙尼亚 2036 人。截止 1945 年 1 月 1 日，

立陶宛共计有 3536 名党员（党员和候补党员），拉脱维亚 3592 名，爱沙尼亚 2409 名，其中包

括波罗的海地区苏联红军和内务部军队中的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干部严重不足，不仅不能满足各

                                                        
1 Владимирцев Н.И. и др.（сост.） Прибалтийский национализм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НКВД，МВД，и МГБ СССР.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2011，с.34-39. 
2 Владимирцев Н.И. и др.（сост.） Прибалтийский национализм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НКВД，МВД，и МГБ СССР.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2011，с.115-116、122、126. 
3 Зубкова Е.Ю. Прибалтика и Кремль. 1940-1953，Москва：РОССПЭН，2008，с.178. 
4 Владимирцев Н.И. и др.（сост.） Прибалтийский национализм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НКВД，МВД，и МГБ ССС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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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工作上的需求，甚至也不能为加盟共和国权力机构和管理机构配备必要的工作人员。1945

年初，立陶宛共产党中央机关只配备了 55%的人员，爱沙尼亚共产党中央机关只配备了 53%的人

员，拉脱维亚各级党的机关人员的配备不足 40%。而在这些干部中，当地民族共产党干部所占比

例均不到 50%：立陶宛有 1127 人，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分别有 1263 人和 961 人。为实行苏维埃

化和增加共产党干部的数量，其他各类干部被派往波罗的海地区，其中大多是俄罗斯人。为改变

权力机构中本地民族干部的构成，也采取了把其他加盟共和国中央机构和苏联军队中属于该民族

的干部派往波罗的海地区的政策。这一政策促进了本地民族干部比重的增加，到 1946 年初，爱

沙尼亚共产党中央机关中爱沙尼亚人约占 60%，拉脱维亚共产党中央机关中拉脱维亚人约占

43%，立陶宛共产党中央机关立陶宛人约占 29%。战后初期，通过向波罗的海地区派遣共产党员

干部的政策，使得这些地区共产党员的人数急剧增长，从 1945 年 1 月 1 日到 1947 年 1 月 1 日，

共产党员和候补党员的人数在拉脱维亚增长了 6 倍，达 21037 人，在立陶宛增加了 4.6 倍，达 16202

人，在爱沙尼亚增加 5.4 倍，达 12965 人。1这一政策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本地共产党员干

部的不足，并增加了当地民族干部的数量，但带来的另一个问题是：战前就生活在波罗的海地区

的干部数量要少于外来干部，因而加剧了“外来干部”和“本土干部”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一

直存在于苏联时期。 

为了弥补波罗的海地区干部的不足，同时对地方党组织提供支持，培养党的领导人，加强加

盟共和国的党组织，完成加盟共和国面临的极其重大而复杂的任务，联共中央于 1944 年 11 月 11

日通过了组建联共中央爱沙尼亚局和联共中央立陶宛局的决议，1944 年 12 月 29 日通过了关于

组建联共中央拉脱维亚局的决定。这三个局直接隶属于联共中央，其主要任务是：全力协助苏维

埃权力机构建设，为其配备必要的人员；贯彻苏联经济模式，首先是推进土地改革，为今后的集

体化和重工业的发展创造条件；镇压抵抗运动，把敌对分子从社会中清除出去；使宗教生活进入

苏维埃化的轨道；对加盟共和国领导人进行监督，并向中央进行通报。联盟中央波罗的海各局代

表作为联盟中央的全权代表积极开展各项活动，在地区苏维埃化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其中

包括积极参加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会议。从 1944年到 1947年，在波罗的海三国加盟共和国党中

央召开的 233 次会议中，只有 10 次会议没有联盟中央的代表参加。有时，关于一些重大问题的

讨论首先要在联共中央波罗的海各局进行讨论，然后再转给相应的波罗的海各国共产党中央局进

行审议。2 

除了在最短时间内在波罗的海地区进行苏维埃化外，联共中央三个加盟共和国局的特别任务

还在于对波罗的海加盟共和国领导人进行监督和控制。正如战后联共中央主管干部工作的书记尼

古拉·库兹涅佐夫所说，莫斯科对加盟共和国党委书记的挑选非常仔细。3毫无疑问，担任这一

职务的人都是斯大林非常信任的人。但联盟中央对这三个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并不完全信任。战

后初期，同民族主义的斗争成为苏联领导人对波罗的海地区意识形态工作中最为重要的任务，在

这一工作中，苏联领导人特别注意反对各种民族主义。1944 年 10 月和 11 月底，在联共中央政

治局讨论了波罗的海问题，通过了关于这些加盟共和国党组织工作中的错误和不足的决议，其中

提出的首要任务是反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4也正是在这个时期，苏联领导人做出了关于设立联

共中央波罗的海三个加盟共和国局的决定。 

对于联共中央波罗的海各局的设立，波罗的海三国领导人对其持疑虑态度，他们也明白，这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2011，с.306. 
1 Зубкова Е.Ю. Прибалтика и Кремль. 1940-1953，с.146-149. 
2  Таннберг Т.Политика Москвы в республиках Балтии в послевоенные годы (1944-1956).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и 

документы，РОССПЭН，2010，с.28、25. 
3 Романовский Н. Лики сталинизма. Москва，1995. с.132. 
4 РГАСПИ，Ф.17，Оп.117，Д.459，Л.1-4；РГАСПИ，Ф.17，Оп.117，Д.460，Л.8-11；РГАСПИ，Ф.17，Оп.117，



DEP
A

RT
M

ENT OF SOCIOLOG
Y   PK

U

  1  9  2  2
 5 

是监督机构。而事实上，在该局存在期间，三国领导人与联共中央局之间并没有发生公开的分歧。

根据莫斯科的看法，到 1947 年春，联共中央拉脱维亚局、立陶宛局和爱沙尼亚局已经完成了自

己的任务，1947 年 3 月 24 日，联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解散拉脱维亚局、立陶宛局和爱沙尼

亚局的决议，其中指出，“考虑到就加强党的、苏维埃的和经济的领导而开展的工作”，各局完成

了自己的任务，今后这些职能可以由加盟共和国中央委员会直接履行。”1这一决议的做出，可以

被看作是莫斯科采取了新的立场：波罗的海地区的新政权已经奠定了基础，联共中央已经对地方

权力机构的领导人产生了信任。加盟共和国领导人能够胜任这一任务，因此，苏联领导人不再需

要这些机构对他们进行控制。而且，在组建这些局的时候，就已经向各加盟共和国领导人承诺，

这是临时举措。在 1947 年 2 月在波罗的海三国最高苏维埃进行选举之后，很难有理由使这些局

继续存在下去，否则会导致中央和加盟共和国权力机构之间关系紧张。2 

当然，联共中央波罗的海各局的撤销，并不代表联盟中央已对这些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完全

信任，而是采用了另外的监督和控制形式——对波罗的海地区加盟共和国党中央第二书记进行的

任命。各加盟共和国第二书记被联盟中央直接派往相应的加盟共和国，他们实际上发挥了顾问和

监督员的职能。其任务为：对地方领导人的活动进行监督，把加盟共和国发生的事情报告给莫斯

科；关注加盟共和国的干部政策；做出积极的榜样，在最为重要的领域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的”

先进工作者；对莫斯科发来的指示进行阐释；在必要的情况下接受一些申诉和不满，并直接向莫

斯科报告等。虽然为加盟共和国派遣第二书记的实践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表现，但总的来说，

联盟中央一直坚持这一政策。以爱沙尼亚为例，1944-1953 年，莫斯科向爱沙尼亚先后派遣了三

位第二书记。1953 年，在贝利亚开始推行新的民族政策之后，在爱沙尼亚担任第二书记的科索

夫被召回莫斯科。最后，莫斯科同意了由爱沙尼亚人担任第二书记。1970 年后，莫斯科恢复了

任命第二书记的权力。
3
 

在苏维埃化过程中，联盟中央对波罗的海各国加强控制的另一措施，就是把在苏联其他地区

实行的官员任命制度推行到这一地区。正如斯大林的口号“干部决定一切”所表明的，联盟中央

对苏联社会的领导和控制应当直接通过任命干部来进行。因此，从 20 年代开始，苏联政权就把

各地主要官员的任命权牢牢控制在自己的手中，特别注意各部门工作人员的挑选，在短暂的时间

内就找到了挑选干部的主要方法。这种方法一直发挥作用，直到苏联解体。在这一制度下，党员

干部和国家职员要向批准他们职务任命的党的机构负责；不经任命其职务的党的机构的准许和上

级部门的允许，党和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是不能被解除职务的。4通过这一制度，党的上级机构

可以有许多方法对任命的官员施加影响。这就决定了联盟中央和加盟共和国领导人之间的关系是

“保护者”和“被保护者”之间的关系，加盟共和国领导人通常在联盟中央都有自己的“保护者”。

对于地方领导人来说，在中央的“保护者”有助于他们维护自己的地位，有机会为自己的加盟共

和国争取更多的资源等，否则，他在权力机构中的地位将会受到威胁，甚至被清洗。5比如，爱

沙尼亚共产党领导人 Н.卡罗塔姆同日丹诺夫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但在日丹诺夫于 1948 年去世之

后，他就失去了自己的“保护者”，不仅失去了来自莫斯科的有力支持，而且成为“爱沙尼亚案

件”的受害者。正如俄国学者祖布科娃所认为的，这一案件是一种展示性的清洗，以便对邻近的

加盟共和国上层官员进行恐吓。6从这一意义上来说，“爱沙尼亚案件”与当时苏联在东欧发动的

                                                                                                                                                                       

Д.464. Л.16-18. Таннберг Т.Политика Москвы в республиках Балтии в послевоенные годы，2010，с.13. 
1 Таннберг Т.Политика Москвы в республиках Балтии в послевоенные годы (1944-1956)，с.32. 
2 Таннберг Т.Политика Москвы в республиках Балтии в послевоенные годы (1944-1956)，с.34. 
3 Таннберг Т.Политика Москвы в республиках Балтии в послевоенные годы (1944-1956)，с.39-41. 
4 Пихоя Р. Эволюция системы власти и управления в СССР и России во второй половине XX в. От Советов и 

КПСС к Президенту и Думе / / Восточноевропей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2005. № 1. с.12-26.  
5 Таннберг Т.Политика Москвы в республиках Балтии в послевоенные годы (1944-1956)，с.49. 
6 Таннберг Т.Политика Москвы в республиках Балтии в послевоенные годы (1944-1956)，с.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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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列案件有着共同之处。 

总的来说，战后初期中央联盟对波罗的海地区政策的形成过程也是联盟中央对地方进行控制

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联盟中央逐渐建立起了对波罗的海的控制机制。虽然在不同时期中央联

盟对波罗的海地区的政策有所变化，但这一机制一直延续到 80年代中后期。 

无疾而终：1953年苏联领导人解决民族问题的尝试 

战后初期，苏联领导人通过对民族抵抗运动的镇压，对一些特定家庭的强制迁移，通过官员

任命制度等措施确立起了对波罗的海地区的控制机制，但仍然没有有效解决这一地区的反苏民族

主义运动问题。1953年春，关于反苏地下武装发动的抵抗运动问题，特别是立陶宛和西乌克兰的

反苏地下武装发动的抵抗运动问题都仍然没有解决，尽管不如1945和1946年的时候那样迫切。在

这种情况下，在斯大林去世之后，苏联领导人对波罗的海地区的民族政策开始发生变化，而这一

政策的首倡者则是当时的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主席贝利亚。 

1953年5月8日，贝利亚给苏共中央主席团写了一份关于立陶宛局势的报告。其中指出，在立

陶宛进行的与民族主义地下武装及恐怖匪徒进行的斗争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贝利亚认为，斗争不

成功的主要原因在于内务部中央机构、立陶宛安全部、各州各区的机构几乎都缺乏立陶宛族的干

部。在贝利亚看来，问题不在于镇压的规模，而在于镇压是通过谁的手来进行的——外人之手还

是自己人之手。民族干部的代表问题在立陶宛权力机构的强力部门中的确存在。贝利亚认为，改

变立陶宛局势的途径在于对干部政策进行改革，推行干部的“本土化”，强力部门的人员组成应

当不是“俄罗斯人”，而是“立陶宛人”。贝利亚从自己部门的角度提出了一些落实“干部本土化”

的建议：撤换立陶宛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康塔科夫，让立陶宛人担任这一职务，为立陶宛人组建

了特别的肃反人员和警察学校等。贝利亚认为，根据他的资料，在民族干部工作方面的这些问题

在立陶宛其他的权力部门和管理机构——党的机构、苏维埃机构和经济机构中同样存在。此外，

贝利亚还提出了当地民族语言的问题。在他看来，加剧加盟共和国民族问题的另一个问题在于在

公文来往都是用俄语进行的。这不能不对农村居民、特别是对那些与地下民族主义活动和海外移

民有联系的立陶宛知识分子的情绪产生影响。因此，贝利亚认为，“必须对立陶宛加盟共和国的

局势进行充分的研究”，而且在他看来，类似立陶宛反苏地下活动的情况在波罗的海其他加盟共

和国——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也存在，因此必须把三个加盟共和国的情况结合起来研究这一问

题。1 

针对贝利亚的报告，苏共中央主席团于1953年5月26日通过了关于立陶宛局势的决议。其中

指出，立陶宛共产党中央和立陶宛部长会议在巩固立陶宛苏维埃机构的工作中存在严重不足，

“立陶宛政治状况不能令人满意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立陶宛党和苏维埃领导人粗暴地歪曲列宁-

斯大林的民族政策”。在这一决议中，立陶宛地下抵抗运动的存在不再被看作是政治不稳定的首

要原因，而被看作是由于在推行干部政策和民族政策方面忽视民族特点、不加区分地采取镇压政

策、对天主教的错误政策、对农民的沉重税收以及其他滥用职权行为所造成的结果。虽然在指出

这些不足的时候，在决议中仍然使用以往意识形态的词句——“违背了列宁-斯大林的民族政策”，

但事实上，有关讨论已经涉及到了这一政策本身所具有的严重问题，至少涉及到了战后斯大林时

期。 

为了改变不利的局势，决议中提出了一系列措施，其主要内容是向“本土化”政策转变，其

中培训和提拔民族干部被确定为立陶宛党和国家机构的一项主要的任务。决议废除了区委、市委

第二书记、立陶宛部长会议副代表和当地苏维埃机构副职不从立陶宛人中产生的做法，并且规定，

                                                        
1 Л. МаксименковаЗаписка Л. П. Берия в 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о положении дел в Литовской ССР. 8 мая 1953 г. //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2005，5 август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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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文往来方面转而使用立陶宛语，在波兰居民占据多数的地区改用波兰语。在这份决议中，消

除地下民族主义运动的任务被置于第六位。1苏共中央主席团的这份决议事实上是承认了在整个

波罗的海地区地区苏维埃化政策的重大失败。 

由此可见，1953年5-6月苏联领导人对波罗的海地区提出了改变局势的想法和民族政策的

“新方针”，并确定了如下两点内容：（1）放弃把镇压作为一种苏维埃化的主要工具；（2）在干

部政策问题、语言文化问题上开始考虑民族因素。后来，苏共中央在起草关于拉脱维亚和爱沙尼

亚问题的决议的时候，同样考虑了在关于立陶宛的决议中形成的这些想法。 

1953年6月8日，赫鲁晓夫给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发送了一份由葛罗米柯起草的“关于拉脱维

亚苏维埃加盟共和国局势”的报告，这份报告一方面遵循了贝利亚在对立陶宛局势进行分析时的

方法，另一方面也考虑到了1953年5月26日的决议。正如贝利亚一样，赫鲁晓夫也承认，“尽管

采取了如此大规模的镇压行动”，拉脱维亚的地下民族主义运动仍然没有消除，并得到了一些居

民的支持。对于这些原因，赫鲁晓夫的解释是，在对地下运动进行斗争的工作中犯了一些重大的

错误，主要是在内务部的领导下，采取一些错误的惩罚和镇压措施，而且经常波及到一些无辜的

公民。更加使当地居民恼怒的是，拉脱维亚内务部和国家安全部机关的干部主要是俄罗斯人。比

如，在国家安全部的市和区机构中，拉脱维亚人仅占9%，在拉脱维亚加盟共和国15个区中，国

家安全部的区级机构中没有一名拉脱维亚人。公民的不满经常会以公开反抗的形式爆发，而且关

于加盟共和国不利的信息会迅速传播，甚至传播到境外。赫鲁晓夫曾特别注意到如下事实：在最

近三年，拉脱维亚的监察机构没收了15.5万多封发往其他加盟共和国和境外的信件，这些信件都

表达出对苏维埃政权持负面的看法。当地居民抱怨权力机构的代表恣意妄为、滥用职权。报告指

出，在经济管理部门，推举民族干部的工作特别不成功。比如在66个大型工业企业的厂长中，只

有8名拉脱维亚族人，在47个农业机器站的站长中，只有6名拉脱维亚人。在拉脱维亚国家银行分

部的领导人中，拉脱维亚人仅占20%，在区和市的检察官中，拉脱维亚人仅占37%。在引起居民

不满的原因中，赫鲁晓夫在报告中提到了民族干部问题、宗教问题和少数民族语言问题。他认为，

在这些问题上拉脱维亚共产党犯了严重错误。2 1953年6月20日，葛罗米柯又向赫鲁晓夫提交了

一份关于爱沙尼亚局势的材料，中心仍然是干部问题。3 

虽然苏共中央没有正式就改善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政治局势问题以决议的形式提出建议，也

没有正式下达相关的指示，但开始在这些加盟共和国实施“本土化”方针。1953年6月，不仅在

立陶宛，而且在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都召开了加盟共和国的全体会议，讨论关于对苏共中央关于

立陶宛局势的决议落实的问题。 

然而，“本土化”方针的实施却使波罗的海的民族矛盾急剧恶化。特别是如此急剧地免除俄

罗斯干部的职务，在领导干部中和一些知识分子中造成了混乱。维尔纽斯警察局局长克里莫非在

给苏共中央的信件中写到：在这件事情上犯下了严重的政治错误，为什么在立陶宛突然就有必要

免除所有俄罗斯同志的领导岗位，并用立陶宛人取代他们？难道还不清楚，……这一决议的实践

将会导致“立陶宛人的立陶宛”的原则吗？……如果现在不改正这些错误，那就会使让人怀疑苏

维埃政权是否还能在这里存在下去。类似的其他信件从立陶宛发往苏共中央。在一封写给马林科

夫、贝利亚和赫鲁晓夫的信件中指出，在内务部机关不仅更换领导干部，而且普通的非立陶宛族

工作人员也被更换，甚至那些说俄语、一直都生活在立陶宛的俄罗斯人也被更换，甚至这种干部

更换在事实上发展成了一场运动。 

                                                        
1苏共中央主席团关于立陶宛局势的决议，1953 年 5 月 26 日，Наумов В.，Сигачев Ю.（Сост.） Лаврентий Берия，

1953，Стенограмма июльского пленума ЦК КПСС и другив документы，Москва：Международ Фонд 

《Демократия》，1999，с.50. 
2 РГАНИ，Ф.5，Он. 30，Д. 6，л.21-25。Зубкова Е.Ю，Прибалтика и Кремль. 1940-1953，с.330 
3 Зубкова Е.Ю，Прибалтика и Кремль. 1940-1953，с.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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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党的干部和专家并不是自愿来到波罗的海地区工作的，他们当年是响应党的号召前来这

一地区的。他们不明白，自己为什么突然被抛弃。
1
“本土化”方针的实施还促使了当地反俄情

绪的高涨。虽然没有发展到俄罗斯人与当地人爆发公开冲突的地步，但民族关系却变得极为紧张。

比如，在一些地方，从事商业工作的本地工作人员拒绝为那些讲俄语的人提供服务。在立陶宛和

拉脱维亚的许多地区，出现了一些反俄口号和传单。 

“新方针”的实施产生了消极的后果，从贝利亚、赫鲁晓夫等苏共中央领导人就这一问题提

出的报告以及苏共中央主席团通过的相关决议可以看出，苏联领导人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意识到了

波罗的海地区的民族问题，并在尽力改变局势。但由于当时的政治斗争的影响，在贝利亚被逮捕

后，由他所倡导的民族政策“新方针”同时也遭到批评，被看作是“有害的行为”。1953年7月4

日，苏共中央全体会议就贝利亚问题通过决议，其中指出：“贝利亚企图破坏苏联各民族的友谊。

他在与违背党的民族政策现象作斗争的虚假的借口下，尽力散播苏联各民族之间的仇恨和裂隙，

加剧其他民族对俄罗斯人民的不信任，使加盟共和国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积极活动起来” 。

民族政策的“新方针”被抛弃了，取而代之的是“要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教育苏联人民，同资产

阶级民族主义的各种表现做坚决的斗争”，以“清除贝利亚在民族关系方面有害行为的后果”。
2
 

在此之后，一方面，“本土化”的路线在一定程度上被继续下去，特别是在语言政策上采取

灵活的立场，采用两种语言体系，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加盟共和国的权限和“文化自治”的范围。

如1953年之后，特别是在苏共20大之后，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相继向国外旅游者打开了

大门，波罗的海公民被允许同海外的亲属写信，天主教徒有机会同国外的同事交流等。另一方面，

苏联领导人在民族政策问题上采取了更加谨慎的政策，实质上放弃了由贝利亚所倡导的新的民族

政策。苏联其他地区的干部和劳动力继续大规模流入波罗的海地区，这成为加剧社会问题和“当

地人”与“外来人”冲突的一个原因。在这种情况下，50年代后半期，特别是在苏共二十大之后，

出现了一些政治骚乱和民族冲突。公开的、更多时候是隐蔽的反苏情绪已经成为波罗的海当地民

族社会意识的一部分。3波罗的海各国对莫斯科来说仍然是一个“有问题的地区”，直到苏联解体。 

压制与掩盖：苏联民族问题的积累（1956-1985 年）  

在贝利亚倡导的民族政策“新方针”被废除之后，波罗的海地区的民族问题仍然十分突出，

特别是民族干部问题和当地民族语言的问题。1956 年 7 月，在就爱沙尼亚的意识形态工作发给

苏共中央主席团的报告中，Е. 格罗莫夫指出在爱沙尼亚民族政策方面的不足之处：缺乏对爱沙

尼亚语言的使用，在提拔当地干部担任领导方面做得不够，所有这些都引起了当地居民的不满，

滋长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情绪；在党和共青团队伍中很少有爱沙尼亚族的工人，在有一半工人是

爱沙尼亚人的工厂，在总人数为 120 人的党组织中，仅有 16 名爱沙尼亚人；许多党和苏维埃干

部、经济部门领导人不懂爱沙尼亚语，比如爱沙尼亚文化部第一副部长和科学文化部副主任都不

懂爱沙尼亚语，不能充分完成交给他们的任务。 

报告还指出了党在意识形态工作方面的不足，特别是在从事意识形态工作干部的挑选和分配

方面，有许多爱沙尼亚人虽然受到了党的高级教育，拥有了实践工作的经验，但没有被派往意识

形态机关担任领导工作。在爱沙尼亚党中央及市、区机关、文化部的许多机构都有很多人不能胜

任自己的职责，不善于进行意识形态工作，爱沙尼亚共产党中央对青年和共青团工作的不足，没

有很好地吸引青年参加工作，导致犯罪率上升，甚至在中学生中也有反苏活动，在维尔纽斯等地

组建有秘密青年组织；爱沙尼亚共产党中央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民族主义表现揭露不够，媒体

                                                        
1 РГАНИ，Ф.5，Оп.15，Д. 445，Л. 120、53，Зубкова Е.Ю，Прибалтика и Кремль. 1940-1953，с.333。 
2 1953 年 7 月 4 日，苏共中央全体会议决议，Наумов В.，Сигачев Ю.（Сост.） Лаврентий Берия，1953，с.370、

372. 
3 Зубкова Е.Ю，Прибалтика и Кремль. 1940-1953，с.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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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揭露爱沙尼亚资产阶级 1918-1940 年政策的反苏实质，很少阐释 1940 年在爱沙尼亚恢复苏

维埃政权对爱沙尼亚人民的历史意义。 

这份报告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应该单独就意识形态问题召开爱沙尼亚共产党中央全体会议，

对意识形态干部进行认真的审查，培训掌握当地语言、了解爱沙尼亚文化习俗的人，用他们来加

强意识形态机构；组织到爱沙尼亚工作的党的干部、苏维埃干部和经济干部学习爱沙尼亚语言。
1这份报告说明，1953 年在斯大林去世后提上日程的新的民族政策问题在 1956年仍然是个迫切的

问题，而在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的影响下，波罗的海地区出现了新一轮民族主义运动。 

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的批判在苏联社会引发了对历史的重新评价，而对于波罗的海国家来

说，引发的则是对战前独立历史时期的重新评价。在 50 年代，在波罗的海三国都确立起了苏维

埃式的历史观，其基调是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人民同俄罗斯人民的永恒友谊，完全否定

了独立时期的历史。在苏共二十大之后，这种史观得到了部分的修正，人们可以持较为正面的态

度来看待这段时期的历史，特别是在文化发展方面。当局虽然仍然保留着传统的舆论控制，但社

会环境已较为自由。在这种情况下，“波匈事件”的爆发在波罗的海国家、特别是在立陶宛和爱

沙尼亚反响很大，引起了新一轮的民族主义浪潮和反苏情绪。根据从各加盟共和国发往苏共中央

的报告，立陶宛和爱沙尼亚的民族主义情绪首先是由大学生点燃的，他们的反苏行动具体表现在：

支持波匈事件，反对学习俄语和俄国的东西；计划组建全爱沙尼亚的大学生组织。11 月 2 日，

立陶宛民众集会，要求自由，高唱独立的立陶宛国歌。在维尔纽斯，甚至通过了关于维尔纽斯大

学入学考试只用立陶宛语言的决定，以便阻止俄罗斯学生进入该校学习。2 

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促使苏联领导人对波罗的海地区的民族政策进行反思。但总的来说，

1956 年，对于波罗的海各国来说，克里姆林宫领导人尚未放弃 1953 年贝利亚首倡的新的民族政

策，仍然关注在党组织的公文来往中使用当地语言，提拔当地干部担任领导职务。31956 年 11 月，

在对波罗的海地区局势紧张的原因进行分析的时候，苏联领导人认为，主要在于这些地区当地干

部的作用总体太弱。在立陶宛共产党中，立陶宛族的党员仅占 46.6%，在爱沙尼亚，当地共产党

员占 44.6%，而在拉脱维亚，这一数字仅为 32%。企业和集体农庄中的党组织数量不多。到 1956

年 10 月 1 日，爱沙尼亚有 863 个集体农庄，其中 470 个没有基层党组织，立陶宛 1818 个集体农

庄中 810 个没有基层党组织，拉脱维亚 484 个集体农庄中 232 个没有基层党组织。报告也指出了

共青团工作的不足，最近三年中，爱沙尼亚共青团员的数量减少了 10%。4从这份文件可以看出，

苏联新的领导人是支持贝利亚在 1953 年提出的新的民族政策的。但与 1953 年不同的是，他们不

仅没有采取一些重大措施来实施这些原则，反而考虑采取了一些压制措施。1956 年 11 月 3 日，

谢洛夫在发给苏共中央的报告中指出，在波罗的海和西乌克兰“反革命的民族主义者开始积极活

动起来，特别是在那些被遣返的人返回之后”，他认为局势非常危险，在出现反苏活动的时候应

当命令国家安全委员会动员军队进驻，希望向波罗的海、乌克兰、外高加索和其他可能出现反苏

活动的地区部署这些部队（1800-2000 人）5。 

“波匈事件”发生后，苏联领导人表现出了对地区民族主义、特别是对波罗的海地区民族主

义情绪的高度警惕，即使在语言问题上也是如此。1959 年，拉脱维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之

                                                        
1 РГАНИ，Ф.5，Оп.31，Д.59，Л.182-190，Таннберг Т.Политика Москвы в республиках Балтии в послевоенные годы 

(1944-1956)，с.166、171. 
2 РГАНИ，Ф.5，Оп.31，Д.59，Л.208，Таннберг Т.Политика Москвы в республиках Балтии в послевоенные годы 

(1944-1956)，с.176. 
3 斯涅奇库斯关于立陶宛政治局势致苏共中央主席团的报告，1956 年 12 月 6 日，沈志华执行总主编：《苏联历史

档案选编》（28 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年，第 248 页。 
4 РГАНИ，Ф.5，Оп.31，Д.59，Л.208，Таннберг Т.Политика Москвы в республиках Балтии в послевоенные годы 

(1944-1956)，с.177. 

5 Таннберг Т.Политика Москвы в республиках Балтии в послевоенные годы (1944-1956)，с.169、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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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是阿塞拜疆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过了决议，责成共和国所有公民学习本民族语言。苏共中央把

这些决议看作是“民族主义错误”，在这种情况下，两国共产党中央不得不在相关的全体会议上

撤消了这些决议。而拉脱维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 Я. Э.卡恩别尔津（Калнберзин）和阿塞拜疆

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 И. Д.穆斯塔法耶夫还为此失去了自己的职务。与此同时，苏联领导人对其

他一些加盟共和国领导人的“民族主义倾向”也极为警惕。1959-1961 年，土库曼、乌兹别克斯

坦、吉尔吉斯坦、塔吉克斯坦、摩尔多瓦领导人都被指责有“民族主义倾向”。1965 年 8 月，

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 П. Е.谢列斯特（Шелест）给苏共中央主席团写了一份报告，其中提

出了关于赋予乌克兰与国际伙伴自行签署贸易协议的权力的要求。从形式上来说，这一建议是完

全有理由的：乌克兰是联合国成员，苏联宪法中有加盟共和国的主权原则，但实际上加盟共和国

的地位和作用一直都受到严格的限制，主权原则从来就没有在实践上被认真贯彻。无论是在政治、

安全和外交事务方面，还是在经济事务方面，中央联盟机构起着特别的作用。因而，谢列斯特的

提议被看作是乌克兰民族主义的严重表现，并受到了批评：“乌克兰同民族主义表现斗争不够”，

觊觎“特殊作用”，在乌克兰因过度使用乌克兰语而损害了俄语的使用。经过讨论，苏共中央主

席团认为“该建议是不正确的，在政治上是错误的”。
1
1972 年，谢列斯特被罢免了职务。 

波匈事件之后，波罗的海地区的民族主义具有了新的表现形式，出现了一些主要的民族主义

运动的中心，如爱沙尼亚的塔林和塔尔图，立陶宛的维尔纽斯和考纳斯,拉脱维亚的里加，大部

分民族冲突都发生在这些地区。冲突的形式主要是青年学生发动的反苏示威游行，起主导作用的

是大学生和知识分子。其中规模较大的一次运动是 1972 年 5 月 18-19 日发生在考纳斯的骚乱。

起因是一名 18岁中学生罗马萨·卡兰特（Ромаса Калант）的自焚。但是值得指出的是，这次事

件发生在正值庆祝苏联成立 50 周年的时候，因此立陶宛当局刻意掩盖这次事件的性质和真相。

1972年 5月 30日立陶宛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在对考纳斯事件进行讨论的时候，把其看作是“反社

会的民族主义表现”。另一方面为了不引起联盟中央领导人的注意，立陶宛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在

就这次事件通过的决议中特别指出“各地的劳动人民对流氓式的攻击感到愤怒”，“苏维埃立陶

宛人民无限忠实于共产主义事业、伟大的苏联，团结在共产党周围，完全赞同其内外政策”。
2
  

70年代后半期，在波罗的海地区没有发生重大的民族冲突。但在 80年代初在爱沙尼亚出现

了社会骚乱的新的征兆。1980年 9-10月，爱沙尼亚的青年在塔林、塔尔图等地举行了规模浩大

的游行。虽然这次运动不是因民族问题而引发，最初参与游行的也只有 1000 多人，但在当局把

参与这次行动的一些高年级学生开除以后，引起了强大的民族主义情绪。10 月 1 日和 3 日，塔

林再次有 5000多人游行，游行队伍拿着独立的黑白蓝爱沙尼亚国旗，提出了“还爱沙尼亚自由”、

“俄国人滚出去等口号”，这次活动中又有数人被捕和被学校开除。在民族主义情绪的影响下，

这次运动迅速扩散到其他地区。10月 10日，为了对塔林的青年学生进行声援，塔尔图等地的青

年也进行了游行示威。虽然这次事件最终以参与运动的 100多名学生被开除而结束，但民族主义

情绪并没有被平息下去，1982年 9月 17日在塔尔图尔再次爆发了青年大学生的示威游行。 

80年代初，在波罗的海其他地区没有发现类似的反苏民族主义运动。 

1953-1985 年，苏联对波罗的海地区的民族政策有了一些调整。同时，针对这些地区发生的

几次民族主义运动，采取了不同的应对措施，但对这些地区进行控制的体系没有发生变化。虽然

这些民族主义运动就其性质来说都不是非常严重，当局也没有采取武力镇压的手段（尽管在一些

情况下考虑动用军队）就把其平息了下去，但民族问题事实上并没有有效解决。在苏联政府对社

会维持严格控制的局面下，表面上的“民族和谐”掩盖了民族问题的存在。最终在 80 年代下半

                                                        
1 Е. Ю. Зубкова Власть и развитие этноконфликтной ситуации в СССР 1953-1985 Годы//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2004，№4，с.9. 
2 РГАСПИ，ф.17，оп.140，д.1876，л.119. Е. Ю. Зубкова Власть и развитие этноконфликтной ситуации в СССР，

1953-1985 Год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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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在改革的新的历史条件下，民族问题再次突显起来，特别是在波罗的海地区。 

失控与解体：苏联民族问题的爆发（1985-1991 年）  

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后，随着改革政策的实施，联盟中央与波罗的海地区的关系也进入了一个

新阶段。如果说以前波罗的海地区民族主义运动的主要诉求是把本民族语言变成国语、在共和国

实行双语制，以及民族干部的本土化。那么，从 80 年代后半期开始，波罗的海地区的民族运动

开始发展为争取经济和政治权力而进行的公开斗争。 

1988 年 11 月 12 日立陶宛共产党中央在就改进民族关系给苏共中央的报告中，提出了争取

更多主权和经济独立的要求，并建议今后以各加盟共和国的基本法律为基础制定苏联宪法。这一

建议得到了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的响应。1988 年 11 月 16 日，爱沙尼亚最高苏维埃第八次会议

上通过了爱沙尼亚主权宣言，宣布在爱沙尼亚共和国内，爱沙尼亚最高权力机关和机构的法律优

先。11989 年 5 月和 7 月立陶宛和拉脱维亚也都通过了类似的宣言和法律。2波罗的海国家采取的

这些措施是前所未有的，也明显违背了当时的苏联宪法。而这同时也表明，战后初期苏联对波罗

的海建立起来的控制体制已受到严重的挑战，已经开始出现联盟中央对波罗的海领导人失去控制

的趋势。 

应该指出的是，最初波罗的海加盟共和国扩大主权的要求仍然在联盟的框架内进行的，无论

是波罗的海三国的政府还是具有民族主义情绪的社会力量都尚未提出政治独立的要求。1988 年

11 月，根据波罗的海各共和国的倡议，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组建了关于划分中央和加盟共和国权

力的委员会，其中谈到了签署新的联盟条约的想法。
3
在 1989 年 5 月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上，波

罗的海各共和国代表团坚决主张实行共和国经济核算制，拟定了共和国经济独立草案，但政治独

立尚未提上议事日程。在 1989 年，波罗的海各国的民族领袖们虽然宣称波罗的海国家加入苏联

是不合法的，但同时也提出了使其合法的条件：即把苏联从一个凌驾于加盟共和国之上并管理加

盟共和国的强有力中心改造为一个由主权加盟共和国组成的联合体。4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在

苏联人（其中包括波罗的海居民）的社会意识中，当时占主导地位的观念都相信苏联在政治上十

分强大，伟大国家是不可摧毁的。当然，在波罗的海人民的意识中，特别是在激进的民族主义者

和政治家的意识中，一直存在着民族独立的梦想，但他们明白，这个目标距离现实太远。即便是

立陶宛激进主义组织“萨尤季斯”在 1988 年 6 月成立的时候，其宗旨也只是推进戈尔巴乔夫式

的改革。5 

应该说，当时存在改革联盟、解决民族问题的机会。但是，联盟中央并没有抓住这一机会，

没有及时就扩大加盟共和国的主权采取任何实际的措施。这就引起了波罗的海各国民族主义情绪

的进一步高涨，并促使争取民族政治经济权益的运动转变成为要求脱离苏联独立的民族主义分离

运动。在 1989 年 3 月举行的立陶宛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中，“萨尤季斯”得到了立陶宛拥有的

41 个名额中的 34 个，并在数月后事实上掌握了共和国的政权，逐渐成为主导立陶宛脱离苏联独

立的一支主要力量。与此同时，拉脱维亚人民阵线也逐渐发展壮大，在短短的时间内发展到 23

万人（整个拉脱维亚加盟共和国人口只有 260 万），其中共产党员约占其成员的 30%，但起主要

作用的是非党人士和普通党员，开始提出结束苏联占领、脱离苏联而独立的要求。6 

                                                        
1  Шедрин А.Ю. Прибалтийский сепаратизм в истории разрушения СССР. См.: Российск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и 

общество. ХХ век，Москва：Изд-во Моск.ун-та，1999，с.276. 
2 Шубин А. В.（сост.）Распад СССР，Документы，Москва：ИВИ РАН，2006，с.115-116；另参见左凤荣：《苏

联史》（第九卷），人民出版社，2013 年，第 217 页。 
3 Симонян Р. Х. Страны Балтии в годы горбачевской перестройки//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2，2003，с.56. 
4 Шубин А. В.（сост.）Распад СССР，с.15. 
5 参见左凤荣：《苏联史》（第九卷），第 216 页。 
6 参见左凤荣：《苏联史》（第九卷），第 21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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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离主义力量的推动下，波罗的海三国的民族主义运动出现了新的特点：政府力量和民族

主义力量结合起来，并逐步向民族分裂主义的立场靠拢，逐步发展为要求脱离苏联、获得独立的

政治分离运动。而这一运动因历史问题而激化起来。 

在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 50周年之际，波罗的海国家重又提出了关于 1939年苏德互不侵犯

条约之后被并入苏联的决定的法律效力问题。1989年 5月 19日，立陶宛最高苏维埃向苏联人民

代表大会和苏联政府发出声明与呼吁，声明对 1939 年苏联与立陶宛签署的互助条约和苏联强行

兼并立陶宛的行为进行谴责，随后请求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苏联政府谴责当时的苏联政府

签订的上述秘密条约，并宣布这些条约是不合法的，从签订伊始就不具法律效力。15 月 20 日，

立陶宛最高苏维埃发表了《关于立陶宛国家主权》的宣言，在对 1940 年苏联的兼并行为进行谴

责后，宣布“从通过对苏维埃立陶宛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第 70 条的修正案那一刻起，在立陶宛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境内只有国家最高苏维埃通过和批准的法律才具有效力。未来同苏联和其

它国家的关系只能建立在国际条约的基础上。”21989 年 7 月 28 日，拉脱维亚最高苏维埃发表了

关于拉脱维亚国家主权的宣言，对 1939 年签订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和兼并拉脱维亚的行为进行

谴责，并规定苏联法律只有在经拉脱维亚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批准后才能生效。3 

1989 年 8 月 23 日，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署 50 周年的时候，“萨尤季斯”组织了名为“波

罗的海之路”的政治活动。波罗的海三国居民组成几百公里的“波罗的海人链”把三国的首都连

接起来，三国有 1/5 的居民走上街头，“几乎所有的普通劳动者都不接受斯大林在 1939 年强加

的这个强制性的联盟，渴望独立”。4而在前一天，立陶宛最高苏维埃苏德条约调查委员会也就

1939 年苏德条约等相关问题发表了调查结论，认为 1939 年苏联和德国签署的条约是非法的、无

效的；1940 年 7 月 21 日立陶宛国民议会关于加入苏联的宣言以及 1940 年 8 月 3 日苏联关于接

受立陶宛加入苏联的法律都是无效的。5 

对于波罗的海国家关于谴责 1939 年条约的呼吁和因此掀起的民族主义运动，苏共中央做出

了激烈的反应。1989 年 8 月 27 日，苏共中央在《真理报》公开发表了《关于苏联波罗的海加盟

共和国局势》的声明，不仅对立陶宛最高苏维埃苏德条约调查委员进行批评，指责该委员会同立

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的一些政治势力的分裂主义路线联系在一起，而且指责波罗的海国家

的领导人没有尽一切努力，把改革进程纳入正常的轨道。此外，声明还对人民运动领导人和社会

组织领导人也提出了批评。6这一声明的发表被舆论认为是在施加压力，引起了波罗的海地区居

民更大的愤怒。 

但是，与这一指责相矛盾的是 1989年 12月苏共中央国际政策问题委员会主席雅科夫列夫在

第二届苏联人代会上作了“关于对 1939 年缔结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时的情况和法律后果的总结报

告”，并就此问题做出决议：“苏联人民代表大会谴责 1939年 8月 23日签订《秘密补充议定书》

的事实以及与德国签订的其他秘密协议。大会认定秘密协议自签订之时起在法律上无效，不具有

约束力。这些议定书并不能为苏联同第三国的相互关系构建新的法律基础，但却被斯大林和他周

                                                        
1
 立陶宛最高苏维埃向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和苏联政府发出的声明与呼吁，1989 年 5 月 19 日，Шубин А. В.（сост.）

Распад СССР，с.116-118.  
2 立陶宛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关于立陶宛国家主权》的宣言，1989 年 5 月 20 日，Шубин А. В.

（сост.）Распад СССР，с.118. 
3
 拉脱维亚最高苏维埃关于拉脱维亚国家主权的宣言，1989 年 7 月 28 日，Шахрая С.М.，Станских С.Н.，Распад 

СССР：документы и факты（1986-1992 гг.），в 2 т.，Т.I：Нормативные акты，Официальные сообщения，Фонд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истории，Москва：Волтерс Клувер，2009，с.160. 
4 安德烈·格拉乔夫著：《戈尔巴乔夫之谜》，述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第 233 页 
5 Правда，27.VIII，1989. 
6 Правда，27.VIII，1989. 

http://www.dangdang.com/author/%CA%F6%8F%7C_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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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的人用来向其他国家提出最后通牒或施加压力，以破坏对它们的法律义务。”
1
这样一个决议，

无疑证明了苏联对波罗的海三国的占领是不合法的，也与苏共中央于 1989 年 8 月 27 日在《真理

报》发表的苏共中央《关于苏联波罗的海加盟共和国局势》的声明中的态度相矛盾，这就更加破

坏了苏共中央的威信，同时也为共产党在波罗的海地区的影响造成了沉重的打击。 

但苏联领导人显然仍然没能认清形势，仍然把解决问题的希望寄托在波罗的海三国的领导人

和共产党干部身上。1989 年 9 月 13 日戈尔巴乔夫与波罗的海三国领导人举行会晤，指望三国领

导人能够制止民族分离主义和极端行为。11 月 16 日苏共中央政治局把立陶宛领导人请到莫斯科，

说服他们不要脱离苏共。12 月 3 日戈尔巴乔夫又发布《告立陶宛共产党员》的呼吁书，呼吁团

结，反对分裂。但这些都没有发挥作用。为了迎合本国民众和加强自己的地位，波罗的海三国的

一些领导人在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的推动下，也开始走上分裂的道路。12 月 20 日立陶宛共产党

第二十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立陶宛共产党脱离苏共独立的决定，投赞成票者有 855 人，反对者

有 160 人。之后，立陶宛共产党内部发生分裂，党员数量的急剧下降，从 20 万下降至 5.5 万人，

在 1990 年改组后只剩下 3.3 万人，1990 年 10 月改名为立陶宛劳动民主党。2 

立陶宛共产党脱离苏共的行为是苏联领导人当时始料未及的，它不仅威胁了到了苏共的统

一，加速了苏共的解体，而且也瓦解了长期以来莫斯科对波罗的海进行控制和施加影响的机制。

在这种情况下，苏共为阻止波罗的海地区脱离苏联独立而采取的各种行动都不可避免地以失败而

告终。 

历史的启示：苏联解体中的民族因素 

从波罗的海国家加入苏联到这些国家最终脱离苏联、完全独立的历史说明，无论是斯大林时

期的民族武装抵抗运动，还是 1953年、1956年的民族矛盾，以及 1972年青年学生的示威游行，

直到戈尔巴乔夫时期民族运动的再次高涨，苏联波罗的海地区一直存在严重的民族问题，在受到

国内政治和国际事件影响的情况下，就会以一定的形式表现出来。 

苏联波罗的海地区的民族问题是长期存在的，但是为什么在 80 年代中后期爆发出来后，会

最终发展成为脱离苏联的分离运动？ 

首先，自苏联以强力手段对波罗的海地区进行吞并之后，苏联的民族问题，特别是民族语言

问题、当地干部问题、中央和地方的权限问题等始终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虽然苏联领导人曾为

解决这些问题进行过一定的尝试，如 1953 年苏联新的领导人在波罗的海等地推行的新的民主政

策方针，1962 年苏联在准备新宪法的时候，也曾专门组建了一个委员会，对民族政策和国家体

制问题研究，并就存在的问题做出了报告。
3
 但这些措施要么没能贯彻下去，要么只是提出了问

题而没有采取相应的措施。 

苏联的民族问题之所以没有被有效解决，与苏联领导人对民族问题的错误态度和认识有密切

的关系。长期以来，在民族问题上苏联领导人一直强调的是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强调苏联各民

族之间的团结和牢不可破的友谊。特别是在 50 年代以后，无论是在官方的宣传中，还是在苏联

                                                        
1 尼·伊·雷日科夫著：《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徐昌翰等译，新华出版社，2010 年，第 122 页。 
2  Кретинин Г.В.Баторшина И.А.Восстановление литовской государстнности на рубеже 1980-х — 1990-х 

гг.//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2010，№7，с.119. 
3 1962 年在筹备苏联新的宪法草案的时候，打算在宪法中扩大加盟共和国的权利，更加明确地确定中央和加盟

共和国的权利。为此专门组建了一个由米高扬为首的委员会，以便制定一份特别的报告，概括苏联民族问题

的不足和西方对苏联宪法的批评。这份文件的结论证明，苏联领导人对民族政策的不足是由一定认识的，其

中提到苏联的民族政策被称为殖民主义、封建主义的变种，被证明为严重损害加盟共和国的权利（预算政策

问题、主权保障问题、拥有自己的军队问题、发展国际关系等）。РГАСПИ，ф.84， оп.3，д. 37，л.65-74，Е. 

Ю. Зубкова Власть и развитие этноконфликтной ситуации в СССР 1953-1985 Годы//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2004，№4，с.7。遗憾的是，在赫鲁晓夫辞职之后，这一工作被中断了。苏联领导人对波罗的海的民族政策也

http://book.jd.com/writer/Ã�Â¾Â�Ã�Â�Â�Ã�Â�Â�_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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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人关于民族问题的讲话中，经常会强调苏联各民族之间牢不可破的友谊。虽然当局经常会提

到民族主义问题，但主要把其理解为“民族主义表现”或者“民族主义情绪”。在官方文件中，

民族冲突都被“流氓行动”、“反社会表现”、“群众骚乱”等各种表述掩盖起来。在苏联领导人看

来，“苏联的民族关系问题已经完全解决，已经彻底和一劳永逸地解决了”。
1
有时候明显具有民

族性质的冲突，政府在寻求其原因时，会将其转换成为另一种冲突形式。在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

主席应戈尔巴乔夫的要求起草的关于 1957-1986 年苏联群众骚乱的报告中列出了 24 次冲突，其

中只有 5 次被认为是具有民族性质的冲突。但俄国学者祖布科娃通过研究发现，其中至少有 12

次冲突是民族冲突。
2
 

正是对民族问题的忽视和掩饰，以及对民族问题缺乏正确的态度和认识，苏联领导人对本国

民族运动状况的了解是不够的，导致在发生民族问题而需要采取对策时总是落后于社会政治的进

程，不能及时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这在戈尔巴乔夫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在戈尔巴乔夫上台后

的最初数年内，他也并未意识到在苏联的族际关系中潜伏着巨大的爆炸性，他相信苏联的民族问

题是可以解决的。他自己讲的一席话就可以证明他是多么不了解苏联族际利益问题潜在的严重

性，也不了解在任何自由化的尝试过程中，其爆炸性危险都可能爆发出来。他说：“如果我国的

民族问题没有基本上获得解决，就不会有在社会、文化、经济、国防等方面呈现出今天这种面貌

的苏联。如果没有使各共和国获得事实上的平等，如果没有在兄弟般团结合作、互敬互助基础上

形成的大家庭，我们的国家也就不可能屹立于世界”。
3
 根据切尔尼亚耶夫日志中的描述，1988

年 12 月，戈尔巴乔甚至不相信波罗的海诸国广大人民真的想要脱离苏联，并说“他们如果脱离

苏联的话，也一定会走向灭亡”。
4
正是苏联领导人对民族问题现状的无知与麻木的态度，使得联

盟中央对 1989 年立陶宛提出的关于革新联盟的请求置之不理，放弃了改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改革联盟的良机。一旦错失机会，便时不再来。当 1990 年波罗的海的民族主义运动发展成为不

可阻挡的潮流的时候，苏联领导人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重新思考这一问题的时候，一切都为

时已晚。 

其次，斯大林时期确立起来的联盟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机制在改革过程中不断遭到削弱，特别

是 1989 年以后，随着民族主义势力的上升和苏共威信的丧失，加盟共和国领导人的地位不断削

弱，最终导致了联盟中央对加盟共和国控制机制的崩溃。 

在斯大林去世之后，苏联对波罗的海各国的控制机制即开始出现弱化的趋势，但仍然在发挥

作用。苏联领导人在民族问题上采取的立场和政策，不仅使苏共威信丧失，而且间接导致了波罗

的海各国共产党领导人失去了政权。1988 年，随着波罗的海地区民族主义力量的增长，共产党

的力量遭到削弱，但至少到 1989 年底，波罗的海国家的共产党仍掌握着国内的领导权，共产党

员在立陶宛的“萨尤季斯”、在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的人民阵线的领导人中占优势地位。在民族

主义力量不断增长的情况下，波罗的海加盟共和国领导人面临的政治选择是：要么参与并领导事

态的发展，不失去主动，要么败于激进者（民族主义者、分裂主义者等）之手。因此，他们面临

的任务就是：努力把民族利益方面非常矛盾的各种社会群体和政治力量整合进自己的队伍，只要

它们能维护本共和国居民的整体利益，以便同中央政权进行对话。 

                                                                                                                                                                       

没有明显的变化。 
1 1972 年 12 月 21 日，勃列日涅夫在苏联成立 50 周年大会上的报告，苏东研究所编译：《苏联民族问题文献选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7 年，第 343 页。 
2 Е. Ю. Зубкова Власть и развитие этноконфликтной ситуации в СССР 1953-1985 Годы//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2004，№4，с.7-8。 
3 盖达尔：《帝国的消亡》，王尊贤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第 220 页。 
4 切尔尼亚耶夫关于波罗的海地区形势的日志，1988 年 12 月 10 日，Savranskaya，Svetlana，Thomas Blanton，

and Vladislav Zubok（eds.），Masterpieces of History：The Peaceful End of the Cold War in Eastern Europe，1989，

Budapest and New York：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2010，p.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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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开展这样的对话，需要中央政府与加盟共和国领导人之间进行合作。但事实上，他们之

间不仅没有进行合作，而且中央政府的一些做法反而削弱了当地共产党组织的威望和地位。这显

然与苏共中央对波罗的海局势的发展、对该地区政治舞台上各派力量构成的认识不足有关。他们

不仅没有利用一些共产党领导人的威望，而是发表了一些不明智的声明，采取了一些不明智的行

动，不仅为自己同民族主义者的斗争制造了障碍，而且使这些共产党领导人在民众中威信扫地。

比如，1989年 8月 27日，苏共中央在不与波罗的海各共和国领导人商量的情况下就在《真理报》

发表了苏共中央《关于苏联波罗的海加盟共和国局势》的声明，其中对包括波罗的海各国领导人

在内的所有政治力量进行了消极的评价，这不仅引起了加盟共和国领导人的不满，也引起了舆论

界普遍的愤怒。而后，苏共中央国际政策问题委员会又发表了“关于对 1939 年缔结苏德互不侵

犯条约时的情况和法律后果的总结报告”，宣告了 1939 年条约和苏联对这些国家占领的无效。

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苏联政权在波罗的海各国的合法性，也严重损害了共产党的威信。在苏共威

望不断下降、民族主义力量不断高涨的时候，波罗的海各国领导人和人民代表们开始向民族分裂

势力的立场靠拢。1989 年秋在苏联第二届人代会上通过了关于取缔宪法第六条的条款，当时参

加表决的立陶宛 37 名代表中有 36 人赞成，即占 97.3%；爱沙尼亚 36 名代表中 32 人赞成，比例

是 88.9%。共产党威望的进一步丧失和民族分裂主义势力影响的不断扩大导致了波罗的海地区共

产党开始分裂，并最终脱离苏共而独立，从而也使得联盟中央多年来赖以维持对波罗的海进行控

制的体系的瓦解。在此情况下，波罗的海各国走向脱离苏联而独立的道路，也就成为历史发展的

必然。 

在 1939 年，为了维护本国的安全，苏联违背当地民族的意愿，通过强制手段吞并了波罗的

海地区，埋下了民族问题的祸根。数十年之后，导致波罗的海地区民族主义爆发的恰恰是这一历

史问题。这充分说明，在国际政治的实践中采取强权政治的手段是行不通的。 

无可置疑的是，苏联时期，联盟中央为波罗的海各国等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和社会文化的发

展采取了一些措施。1正是由于中央政府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采取的优惠政策，再加上该地区独

特的地理位置和发展条件，使得波罗的海各国成为苏联居民生活水平最高的地区。特别是爱沙尼

亚成为苏联独特的展示橱窗，许多国外客人都被送到这里，被安排参观基洛夫集体渔庄，以便向

他们展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2
在受教育的程度上，波罗的海地区也是苏联受教育程度最高

的地区之一。
3
 然而，正是这样一个地区，在 80 年代中后期率先提出了民族独立的要求，这是

令人值得深思的。它充分说明，在现代化条件下，民族问题的解决不能单单通过帮助少数民族发

展经济和文化水平而得到有效的解决。相反，如果在经济发展方面采取措施的同时，忽视了当地

少数民族的一些政治诉求，则甚至可能起到适得其反的作用。 

附录： 

一、№07468，1939年 9月 28日斯大林、莫洛托夫与爱沙尼亚代表团关于签约的谈判 

二、№41479，1953年 5月 8日贝利亚就立陶宛的局势问题给苏共中央主席团的报告 

三、№09423，1956 年 12 月 6 日斯涅奇库斯关于立陶宛政治局势致苏共中央主席团的报告 

四、№13619，1988年 11月 12日立陶宛共产党中央关于改进民族关系给苏共中央的报告 

五、№03981，1990年 3月 6日苏共中央关于采取紧急措施反对立陶宛脱离苏联的决定 

                                                        
1 比如，根据苏联预算法，在战后的第一个十年，俄罗斯加盟共和国收入中为自己留下的部分不到 50%，乌克兰

和白俄罗斯加盟共和国为 55%，其他的加盟共和国为 100%，而且还从中央得到补助。特别是立陶宛领导人善

于塑造自己工业落后的情况，在得到中央的资金发展经济方面得到了很多优惠。参见 Симонян Р. Х. Страны 

Балтии в годы горбачевской перестройки//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с.47、49. 
2 Симонян Р. Х. Страны Балтии в годы горбачевской перестройки//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с.49 
3 据 1990 年的统计，在每千人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立陶宛人是 208，爱沙尼亚人是 213，摩尔多瓦人是 125，

车臣人是 151，乌克兰人是 163，阿塞拜疆人是 172，拉脱维亚人是 182，吉尔吉斯人是 188，俄罗斯人是 190，

亚美尼亚人是 207，哈萨克人是 230，格鲁吉亚人是 274。转引自左凤荣：《苏联史》（第九卷），第 22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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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文】 

具有中国血统者就是华人吗？1 
        －－美国赫蒙人之案例分析 

         

梁茂春2 

 

摘要：论文就中美两国对赫蒙人截然不同的族群界定与依据、赫蒙人在美国的生存适应与族群认

同的状况进行了研究。对于 20 世纪中叶沦为难民后，陆续辗转移居美国的老挝赫蒙人，中国学

者将其视为少数民族华人，美国官方却将其确定为与华裔、韩裔等少数族裔并列的独立族裔类别。

美国赫蒙人虽然在血统的意义上可归属于具有中国血统的人，但其几乎不存在华人归属意识，也

极少与中国发生社会联系。许多海外华人或海外具有中国血统的人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失

去华人认同意识，并与中国社会渐行渐远。因此建议依据中国血统、中国传统文化的保持、主观

认同为华人、与中国社会的联系等 “华人性”的几个维度去理解和定义 “海外华人” 。 

关键词：老挝赫蒙人  少数民族华人  归属意识  华人性 

 

从 1980 年开始，美国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亚裔人口”一栏中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族裔

类别－－Hmong（赫蒙）。1980 年该族裔人口仅仅 5204 人，1990 年迅速增加为 94439 人，2000

年达到 186310 人3，2010 年则是 260073 人4。值得一提的是，这个一直以来被中国学者看作是中

国西南与印支地区之间的跨国苗族或“少数民族华人”的赫蒙人，在移居美国后并没有被美国官

方当作华裔，而是作为一个独立的族裔类别，与华裔（Chinese）、韩裔（Korean）、越南裔

（Vietnamese）、老挝裔（Laotian）等亚洲族裔并列在一起进行人口统计，这种族裔身份界定在

美国学界中也已成为定论。中美两国截然不同的界定引出了一些有趣的话题：中国学者将他们归

入少数民族华人的依据是什么？为什么美国官方和学者既不把这些主要来自于老挝的赫蒙人归

入老挝裔的类别，也不将其纳入华裔的类别？目前美国的赫蒙人究竟有怎样的族裔认同？他们究

竟将自己看作是老挝人抑或华人，还是独立的族裔？这些都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究的问题。 

一、中国学者将赫蒙人视为少数民族华人的依据 

将历史上和当今移居海外的中国少数民族成员划入海外华侨华人的范畴中，这种做法已获得

中国大陆华侨华人研究界的广泛认同。较早呼吁加强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研究的学者向大有认为：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向国外移民，不仅有作为主体的汉族移民，而且有大量的少数民族移民，

这就从历史到现状，构成了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群体，并成为海外华侨华人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向大有所统计的海外少数民族华侨华人在全世界高达 310 万人5。按照他的定义与划分方法，

由中国移居海外的苗族人口（其中包括苗族的分支赫蒙人）自然也属于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的一部

分。 

李安山认为：从 17 世纪开始，有大量的苗族人口由西南的贵州、云南和广西迁移到越南，

                                                        
1 本文刊载于《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2 年第 3 期。 
2 作者为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越边境跨国族群、海外华人的研究。 
3 HND, Inc. & HCRC, Hmong 2000 Census Publication: Data & Analysis, A publication of Hmong National 

Development, Inc. & Hmong Cultural and Resource Center, 2003, p. 4. 
4 美国国家统计局网站，www.factfinder2.census.gov. 
5 向大有：“试论少数民族华侨华人问题—— 现状与历史的分析”，《八桂侨史》1993 年第 3 期。 

http://www.factfinder2.census.gov/

